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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 Chinese society is based upon Guanxi(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As

an important social fact ,Guanxi does no t exist only in the Chinese society.We then have

to ask how does Guanxi become so fundamental to the Chinese society ? How does

Guanxi affect th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that this paper tries

to w restle w ith .The study focuses upon the concept of Ji(self)in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at tampts to find the cultural origi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as a guanxi-based one.Ji is an

entity comprising relationships and is called “Guanxi proto type” in this paper.Ji is both

passive and active , both emotional and rational.The paper particularly argues for the of

Ji' s selfhood and Ji' s rat ionality so as to show that Ji the Guanxi prototype is a dynamic

structure.It is hence generative and makes “make Guanxi”(Zuo Guanxi)possible.

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 。“关系”作为重要的社会事实 ,不独中国社会所有 。本文要研究的

是 , “关系”何以成为“中国社会之本位” ? “关系”如何左右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在这个研究

中 ,我的关注点是中国文化的“己” ,力图通过对“己”作出的释义 ,寻求中国社会“关系本位”的

文化根源 。

一 、关系本位

“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主体与客体 、客体之间 、客体构成要素之间相互沟通 、由此达彼

的“通路”(或称之为“桥”)。因此 , “关系”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 ,而不是其内容本身 。从社会

结构角度说 , “关系”属于社会结构的概念 ,是社会结构得以实现的“通路”(“桥”)或者说是“形

式” 。定位于社会结构位置上的各个点即地位和角色以及与之相关的诸要素 ,其间相互联系起

来 ,才能构成一定的社会类型。这种结构性的“联系” ,是客观的 ,又带有人的主动性和意志性

特点 ,是谓“关系” 。“关系”这种“通路” 、这种“形式” ,在本质上是社会的 ,在社会生活中可以经

过千万次转化 ,由此达彼 ,四通八达 。如果分类的话 , “关系”可分为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两大

类。社会关系又可从不同角度区分为经济关系 、政治关系 、阶级或阶层关系 、职业关系 、城乡关

系 、地域关系 、特别信息关系 、传播关系等等;其在不同领域 ,又有不同类别的纵横交错及直接

间接的社会关系 。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它在本质上是心理的 、人格的 。人际关系的

一个特点是它是在人际沟通中形成的 ,通过接触 ,形成印象和判断 ,产生某种好恶亲疏之感等

等 ,由此 ,又可以将人际关系理解为心理关系 。由于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 ,因此 ,各个生活领域

都充斥着心理距离不等的亲疏远近 。人际关系 ,它像个横断面一样 ,插入社会关系。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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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关系的这种交错 ,就为社会资源之配置 、分配和转移等 ,提供了一种“人工”之路 。社会

关系和人际关系的这种功用 ,在任何民族 、任何社会概莫能外。

我们关心的是 , “关系”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特殊功用 。

梁漱溟在谈到中国社会的“本位”问题时提出 ,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 ,也是关系本位 , “伦理

本位者 ,关系本位也” 。就是说 ,在社会与个人相互关系上 ,中国社会既不是把重点放在个人

(此谓个人本位),也不是把重点放在社会(此谓社会本位),而是“放在关系上了” ;中国伦理看

重的是“此一人与彼一人之相互关系 ,而忽视社会与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 。由此 ,梁氏说 ,伦

理社会所贵者一言以蔽之曰:“尊重对方”(梁漱溟 ,1949:101)。这里 ,我的兴趣在二点:一是个

人的关系性 ,二是关系的个人性。这二点用一个意思表达 ,即是此一人只有在与彼一人的关系

中才具有人生意义即对彼一人之伦理责任。

许 光提出“情境中心”概念 ,用以说明中国人的相互依赖性特点。“情境中心”态度取向

是“以一种持久的 、把近亲连结在家庭和宗族之中的纽带为特征 。在这种基本的人类集团中 ,

个人受制于寻求相互间的依赖”(许 光 ,1990:1-2 ,160)。“情境中心”概念 ,令人生趣之处在

于 ,它提示出个人的依存性和依存关系的多重性。

费孝通则使用“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来说明中国人的关系特点。他说 ,以“己”为中心 ,像石

子一般投入水中 ,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 ,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

的 ,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 ,一圈圈推出去 ,愈推愈远 ,也愈推愈薄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

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 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

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

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费孝通 ,1985:25-29)。“差序格局”这一描述性概念 ,蕴含着一个

重要观点 ,即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以己为中心 、大圈套小圈的“关系圈” 。

金耀基使用关系性和个体自主性来说明中国人人际关系特点。他认为 ,儒家的关系视角

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条途径 ,使他们能够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 , “个体乃是一个关系的

存在 ,被赋予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主性 ,并置身于一个复杂的 、富于人情的关系网络中” 。

中国人以个体同其它个体或群体共有的“归属性特征”来与之发生“多元的”认同关系;“个体拥

有的归属性特征越多 ,就越能拉关系” 。可见 ,在中国传统文化“拉关系”这一人际装置中 ,使人

类固有的“关系”变成能够起到社会资源“调动”作用的东西 ,这就是金耀基说的 , “把关系的建

构作为一种文化策略来调动社会资源 ,藉以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达到目标”(金耀基 ,

1993 :13 , 69—71)。金耀基的这种“文化 ———关系”思路 ,给人们提供了宽泛的思考空间 ,比如:

“拉关系”在中国人生活中之所以是可能的 ,是由于儒家文化蕴涵了这种文化指令。

从四位学者的观点 ,可以看出这样三个问题:一是中国社会的“关系本位” ,其义在于把社

会生活重点“放在关系上了”(其重点不是社会 ,也不是个人);作为社会最小单位的个人 ,是依

赖于他人的“关系者” 。二是成为社会本位的这个“关系” ,是以人伦为准则的“圈子” 、“关系

网” ,其社会实质是个人对个人的私人关系。三是“圈子” 、“关系网”中的这个个人 ,是关系的中

心 ,有自主性。

在我们的议题范围之内 ,关于社会本位的类型 ,似可提出以下三种 ,即个人本位 、集团本位

和关系本位 ,如用图式表示 ,似可用如下 a 、b 、c图(见图 1):

a图以中国社会本位为典型 ,b图以日本社会本位为典型 , c图以美国社会本位为典型 。

a和 b有相似之处 ,又有不同处 。比如 ,在个体依赖性方面:中国文化中有“己”概念(对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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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关系本位类型示意图

概念的解释 ,有待下边展开),日本文化中有“间人”概念 ,用以描述个体依赖性特点。日本社会

同样讲究人际关系 ,但是 ,日本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分量”(其重要程度)尚不足以成为社会本

位 , “集团”之重要性占据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 ,日本属于“集团本位”社会。中国人的社会也带

有集团性 ,但是 ,中国人的集团性属于家族主义 ,这个家族通过“分家” 、“均产”而不断分化为若

干个晚辈小家庭 ,就是说 ,中国的家庭以伦理关系为生活中心 , “家”的延续以“家谱”作为家族

系的标准 ,却没有日本的那种以“长子继承”为家根的宗族系。“关系”在中日两国社会生活中

的不同位置 ,显然是与两国的社会结构不同及其背后不同的文化特点密切联系着的 。

如果借用齐美尔关于《群体的数量特性》中关于“2人组”和“3人组”(参见青井和夫 , 1987 :

120—122;科塞 ,1988:205—207)的观点来分析社会本位类型的话 ,中国和日本均属于“2人

组” ,美国属于“3人组” 。然而 ,日本的“2人组” ,由于其集团主义的中心性 ,2人组的个人关系

让位于集团关系 。

二 、“己”与文化单元

中国传统文化是多重结构 ,就先秦诸子百家而言 ,有六家之说 ,即司马谈的阴阳家 、儒家 、

墨家 、法家 、道家 ,司马谈更推崇道家;还有刘歆的十家之说 ,儒家 、道家 、阴阳家 、法家 、名家 、墨

家 、纵横家 、杂家 、农家和小说家。而《汉书·艺文志》上说 , “其可观者 ,九家而已” ,因此 ,除了小

说家 ,又谓之为九流。但是 ,就思想体系言之 ,独树一帜 ,立下一家之言而不衰者 ,应该说 ,仅

儒 、道两大家。上记其余几家均未突破儒 、道两家的思想体系 ,纵使墨 、法两家 ,也都未能超脱

儒 、道两家。儒 、道两家的长期离合 ,终因儒家思想体系更有助于封建宗法制度 ,取得正统地

位。

儒家的“己”概念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第十二》)

命题中 , “克己”与“复礼” 、“为仁” ,三者相提并论 , “克己”作为“行仁之方”即“为仁” ,担负着“复

礼”的使命 ,它负荷有“礼”的文化指令 。在“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大学·礼记正义卷六

十》)的命题中 , “修身”即“修己” ,是“治 、平”之本 ,负荷着“治”的文化指令。从这两种意义上释

“己” ,则可将其视为礼治文化的构成要素。文化的构成要素又可称之为文化特质 ,文化特质相

互结合为“文化丛”(孙本文 ,1929:49—50)。文化物质是用以分析文化现象的单元 ,不致与他

种物质混淆 ,比如中国的服装与中国的房屋 ,为两种文化单元。当然 ,文化单元是相对的 ,有些

“单元”亦是“丛”结构 。故本文对“己”的阐释 ,是将其作为礼治文化单元予以展开的。既然

“己”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概念 ,就会因为学者的价值选择去取之不同而造成文化传播中某种“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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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差异 ,比如 ,朱熹在对“克己复礼为仁”的注释中提出 ,“己 ,谓身之私欲也”多少有些偏颇 ,这

与他的“存天理 ,灭人欲”命题一脉相承 。

在儒家礼治文化规制下的人格 ,即是集“修 、齐 、治 、平”诸特质于一身的“内圣” 、“外王”之

理想人格。“修身”(“修己”)是谓“内圣” ,格物 、致知 、诚意 、正心 。有了这种修身工夫 ,格物致

知 ,不为外物所惑 ,则能公正诚意 ,不为怒 、惧等情绪所动。治国平天下是谓“外王” ,求事功 。

这样 ,理想人格 ,始于“修身”(“修己”),终于“平天下” 。可见 ,从人格意义上释“己”的话 , “己”

类似于西方人的“自我” ,却又极不相同 。这种不同 ,根源于文化内容即文化特质之不同。

至此所言 ,是两层意思:“己”是一种文化单元;“己”是理想人格的始点 ,均表明中国传统文

化中对“己”作释之重要性 。

对“己”如何作释 ?可有不同的视角和方式。本文愿意从“人本”和“人文”两种不同意义的

“人性”规定说起 ,然后说“己” 。

就“人本”意义言人性 ,中国文化提出“天人合一”说 ,或者“天地人合一”主张 ,天在上 ,地在

下 ,人在中 。天乾地坤 ,天阳地阴 ,天刚地柔。人之本在天地 ,人之性禀于天地之性 ,人之血气

心知源于阴阳五行。《中庸》首章首句“天命之谓性”(《中庸·第一章》),便是言及人之性在天

命。朱熹将性谓之为理 , “天以阴阳五行生化万物” , “气以形成 ,而理亦赋焉 ,犹命令也”(《中

庸·第一章》)。天地万物之生 ,各得天之所赋之理(性)。朱熹的注释 ,同样将人之性(理)视为

天之所赋 。《孟子正义》对“诚身有道”的注语有言:“就人伦日用而语于仁 ,语于礼义。舍人伦

日用 ,无所谓仁所谓义所谓礼也 。血气心知者 ,分于阴阳五行而成性者也 ,故曰天命之谓性”

(《孟子·离娄章句上》)。在人本意义上 ,人被赋以“天命”之性。木 、火 、土 、金 、水五行 ,肝 、心 、

脾 、肺 、肾五脏 ,怒 、喜 、忧 、悲 、惧五情 ,息息相关。五脏化气 ,五情由是生 ,这就是《中庸》讲的

“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 , “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状态 ,属于“天下之本”

的“人本”状态。在“人本”意义上 ,中国文化赋予人以“天”性 ,人之性本于天 。这个意义上的人

是与天同乐 ,是自由的 ,平等的 。对人性的这种规定 ,就使人不难明白中国文化中为何时不时

就闪烁出人的自主性 、“立”和“达”的意志性之思想光辉 ,其文化根源是深厚的。“己”是人的一

种载体;人本意义的“己”是自致的 、意志的。

图 2.双重意义的人性

就“人文”意义言“人性” ,中国文化赋予人以“仁”性:仁者 ,人也;人 ,仁也。而“己” ,则是

“仁”的载体 , “克己”即“复礼” ,《中庸》提出的“成己 ,仁也”(《中庸·第二十五章》)也是将人文意

义的人性与仁 ,等而视之。仁是对人性的一种根本规定。正因为如此 ,人的言行举止 ,目耳口

心 ,都必须依照人的指令去动作 ,如若不然 ,违反

礼忌 ,则要受禁的。“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

言 ,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第十二》)。目 、耳 、口 、

心本为人之官 ,自有功用 ,但是 ,非礼勿用。可见 ,

人文意义上的人性 ,是与仁性同义 ,己归属于仁 ,

“行仁”为己任。人文意义上的“己”又有他致的 、

非个人意志性的一面 。

总之 , 中国文化中的人性有双重含义。“人

本”意义上的人性 ,是本于天的“天性” ,具有先验

性 ,人生而俱有 , “性相近也” ;“人文”意义上的人

性 ,是本于仁的“仁性” ,为后天习得 ,“习相远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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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阳货第十七》)因此 ,人有上 、中 、下之分 , “生而知之者 ,上也;学而知之者 ,次也;困而学

之者 ,又其次也;困而不学 ,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第十六》)双重意义的人性 ,似有如下联系

特点(见图 2)。

三 、“己”与关系原型

本文分析中国社会关系本位的论证支点是“己关系原型”这一基本论断 , “己”为关系原型 ,

具有关系派生功能。

把“己”规定为关系原型 ,有何根据呢?我想至少有二点 。

其一 ,儒家文化的“己” ,不具个体独立品性 ,这有两层意思。一是“己”概念作为结构意义

上的分析工具 ,用以表示它是社会实体 ,是社会结构的最小单位;然而 ,在中国传统社会 , “己”

实体不具独立性 ,而是被“家”裹着 ,依赖于“家” ,作为一家之长的“家君” ,必须采用家产均分

制 ,因为在儒家伦理中 ,均产则无贫 ,“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 , “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

氏第十六》)。有恒产 ,方能和而安 ,不至于“久困为非” 。第二层意思是 , “己”作为心理意义上

的工具概念 ,它是人格自我;然而 ,在传统中国 , “己”不具独立性格 ,而是被“人伦关系”裹着 ,首

先是被“家”的父子 、兄弟 、夫妇诸关系裹着。仁者 ,人也 ,亲亲为大 , “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

(《中庸·第二十章》)。父慈 ,子孝 ,兄爱 ,弟敬 ,夫义 ,妻顺 ,是礼 。父母者生之本 ,父子关系为

重;父子关系推而至于君臣 ,则君慈 ,臣忠 ,君令不违 ,臣共不贰 ,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人生一

世 ,在家从父无己 ,在外从君无己。“己”者 ,只有在“关系”中才有其意义。“己”是一种关系载

体或者谓之为“关系体”。“己”的这种人格非独立性通过人的社会化养成。“己”的形成和完善

过程 ,即是人伦教化 、“仁训”的过程 。“是人有仁训” ,人无教“则近于禽兽” ,“教以人伦 ,父子有

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叙 ,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人经过社会化 ,修身

以正 ,也就自觉仁德之有 ,“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第十三》)。总

而言之 ,不论从社会结构意义上看实体“己” ,还是从人格结构意义上看心理“己” ,它是依附于

“家” 、依从于“关系”的“依存者” 。“己”寓于“关系” ,为“关系”的最小单位 ,本文所谓“己”关系

原型即指此意。“己”位于关系的中心;“关系原型”派生就是从“己”这个中心开始。

其二 ,“己”所负荷着的“关系” ,有贵贱亲疏之分 。中国人人际关系上的差序性 ,是和“己”

的人伦功能分不开的 , “己”本身是一个“差序性”关系体。这一点 ,我希望从“己”与仁道 ,得到

证明 。

“己”何以成为关系原型 ,以至于隐藏着中国社会的关系“本位” ? 这显然是个很大的问题 ,

不是在短文中能够追究得到的 。但从某种角度给予论证却是可行的 。本文试从“己”与“仁道”

之间追溯其文化渊源 。

1.行仁由己 ,推己及人

“仁”是儒家思想核心 ,代表着儒家文化理想 。因此 ,行仁则成了十分重要的人生规定 。

《论语》中论及“仁” ,多属于“为仁”或“行仁”。颜渊问仁于孔子 ,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 。

又说“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为仁即行仁 ,由己始而非由人 。孔子还说过 ,“君子求诸己 ,小人

求诸人”(《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 ,可谓仁之方也

已”(《论语·雍也第六》)。行仁之方 ,正在于这个以“己”推及诸人 ,己立己达又立人达人 ,以

“己”为喻(譬),尽恕道 ,施教化 。孔子甚至把这个恕道视终身行之者。可见 , “己”在儒家思想

中是一个与“仁”不可分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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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恶不仁者 ,无友不如己者

人有仁者和不仁者之分。“恶不仁者 ,其为仁矣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论语·里仁第

四》)。也就是说 ,仁者“行仁” ,必须恶不仁者 ,以使不仁不加于己 。把孔子的这个意义换一种

说法的话 ,就是“无友不如己者” 。不如己者 ,不贤于己者 ,不为之相处相友 , “道不同 ,不相为

谋”(《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如果再换一种说法 ,又可以说 ,“唯仁者能好人 ,能恶人”(《论语·

里仁第四》)。唯仁者能够审人之所好所恶。仁者“审人”是“行仁”的前导 ,先审之 ,后行之;人

之好好之 ,人之所恶恶之 。而对不仁之人 , “当以风化之” ,否则 , “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 ,乱也”

(《论语·泰伯第八》)。由此 ,孔子思想中 ,十分重视“知人” ,重视居住地的选择。“里仁为美 。

择不处仁 ,焉得知” ? “不仁者 ,不可以久处约 ,不可以长处乐”(《论语·里仁第四》),居于仁者之

里是为美里;求居而不处仁者之里 ,不可谓有知者;居必择里处仁 ,不可以与下仁之人久处困 ,

长处乐 。可见“行仁”并非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 ,而是有“好之 ,恶之”之分。这种“好之恶

之”之分 ,正是从“行仁”过程分解而出的人际关系差序性。

中国人的“己” ,是由中国社会文化的客观过程决定了的 ,这个客观过程所潜藏的历史力量

远远超过个体力量 ,历史意识远远超过个体意识 。由此可言 ,中国文化所规制的“己” ,虽然在

“修己” 、“克己” 、“立己” 、“达己”的“己之运作”中有着自主性 、自立性 、自达性一面 ,却突不破

“关系本位”文化模型 ,它本身是关系本位的最小载体 ,所有形形色色人际关系莫不是由“己”而

出发 ,而运作 ,而千变万化 。

3.仁为己任 ,患不知人

那么 ,“仁”之所指为何? “仁”这个概念在孔子那里是个难以言明 、难以行而及之的理想模

型。这可以从孔子与其弟子司马牛的对话中看出。司马牛问仁 。孔子曰 , “仁者 ,其言也 ” 。

司马牛曰:“其言也 ,斯谓之仁已乎” ? 子曰:“为之难 ,言之得无 乎 ?”(《论语·颜渊第十二》)

就是说 ,行仁难 ,言仁亦不得不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第九》),孔子很少言

“利” 、言“命” 、言“仁” ,因为难及之 ,因此稀言之。“仁”对于个体“己”说来 ,是不可及的 ,但可求

而得之 ,求而无怨 , “求仁而得仁 ,又何怨”(《论语·述而第七》)? 鼓励人们以仁为己任 ,孜孜以

求 ,死而后已 , “仁以为己任 ,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第八》)? 任理道远

无终无止 。由此可以看出 ,为什么《论语》中关于行仁之方或称求仁之方远多于对“仁”的界定 。

仁为己任 ,意味着“己”与“仁”的相合为一 , “仁”为己任之己 ,是仁人 ,是“仁”理想的实体 。

己守其任 ,内省不疚 ,而耻于不修 ,因此 ,“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第一》),

人不己知 ,无所失无可患 ,而不知人则有失有患 ,因为己不知人 ,则不能与之相远相退 ,所失甚

大。樊迟问仁 ,孔子说:“爱人” ;樊迟又问知 ,子曰:“知人” , “不仁者远矣”(《论语·子路第十

三》)。这里 ,我们再一次看出 ,仁为己任 ,患不知人 ,也涵括了儒家伦理本位所引申的人际关系

差序性之文化根源(参见图 3)。

4.己立己达与立人达人

行仁由己。那么 ,己为何者? 前面所有论述 ,的确是在评论“己”的无个性 ,无独立性 ,“己”

背负着“行仁”之重任 , “己”之耳目鼻舌口如何动作 ,均由“礼”的规范而决定着。但是 ,这还不

是对“己”的“盖棺论定” 。“己”无个性 ,无独立性 ,不等于说它是无“自性” 、无“理性”的死的关

系体 。“己”是有活力的关系体 。它有自主性的一面 。“己”是不由自主的 ,又自由自主 。这是

中国文化给后人留下的博大人格空间 。现实生活中的人格自主与不自主 ,正面与负现 ,阳与

阴 ,统统能够找到文化依据。中国文化就是这样 ,它是一种人生艺术 ,中庸之道 ,是一种人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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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圣人 、仁人 、君子与恶人 、中人 、小人之分)

图 3.知人与人际差序示意图

熟 。

从“天人合一”这一文化根基看 ,从理想人

格的格物致知这一人格基点看 ,己是民族意识

中自性与理性的统一 。

为了阐明这一观点 ,不妨从剖析“克己复礼

为仁”命题开始。“克己” 、“复礼” 、“为仁” ,三者

并而列之 , “克己”在其首 。“克己”的背后 ,是春

秋诸霸相争 ,百家思潮四起 ,礼崩乐坏 。“己”与

春秋诸霸的个性发展相连 ,隐含了“己”的自致

性和主动发展的生命特征 ,只是当“克己”与“复

礼” 、“为仁”(行仁)的伦理责任相连 , “己”便被

赋予他致性和受动性的文化特征。但是 ,从“克

己”(修身)与“格物致知”的关系看 , “知”是人格

基点。就“知”这一人格基点而言 , “克己” 、“为

仁”是一种人格自觉和伦理理性 。己的“自性”

与“理性”在“知”这一人格环节得到了统一。

“己”的“自性”和“理性”之统一 ,尤其表现在己立己达与立人达人这一恕道精神上 。子贡

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 ,而能济众 ,何如 ?可谓仁乎?”孔子说“何事于仁! 必也圣乎” !尧舜即

是这种任何事至于仁的圣人。孔子又说“夫仁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第六》),仁者之行方在于己立己达和立人达人 , “己所不欲 , 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第十

五》),“己”为之不厌 ,则诲人不倦。

立和达 ,属于成就动机的范畴 ,含有主体目标意志和为目标达成的成功意志 。这不仅体现

出主体“己”的“自性” ,而且体现了理性选择这种文化特点。在这种成就动机驱动下的行为 ,显

然是一种合理行为。

贯彻自立自达和立人达人的文化精神是恕道 ,即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孔子把恕道看得极

为重要 ,认为它是“终身行之者” 。孔子的这个思想 ,是在他与子贡的对话中明确提出的。子贡

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对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论语·卫

灵公第十五》)。恕道精神的实质 ,是推己及人 。己为之不厌 ,则立人达人不倦 。“恕”是连结

“己—人”关系的精神纽带 ,每人以己推之 , “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第十四》)。恕道蕴有群

意识 ,它插入“己 —人”关系 ,也就使“己立己达和立人达人”社会成就动机理想之实现 ,成为一

种可能。

这样 ,通过对“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命题 ,进而对“己立己达”和“立人达人”的“己

—人”动机模式的解释 ,我们可以发觉 ,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特性在文化单元“己”早已生下了

根;还可以发觉 ,“己关系原型”是动力模型。基于此 ,本文提出“己关系原型”有派生作用这一

看法 。至于这种派生作用表现为何种样式 ,取决于中国文化 、社会 、人的变迁过程及状态 ,文化

作用不能取代社会力量和人格力量 。

四 、“关系原型”派生

“关系原型”派生 ,有各种形态 。这里只想涉猎两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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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重关系圈

关系圈是由“关系原型”繁衍而出。“己”作为“关系原型”处于中心位置 。以己为中心的关

系 ,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是人际关系(个人对个人关系),二是上下等级关系 。己为中心的关系 ,

最早最重要的是父子关系 ,成父子关系圈;己在族内经历 9代 ,8个性别角色转换 ,然后族毕 。

从图 4中可以看出 ,以己为中心的关系圈(不妨简称己圈)里 ,有三个圈重叠之后 ,留给个体所

有的领地也就很少很少了 。如果把兄弟关系纳入进来 ,还会在一族祖圈周围派生出许多旁圈 ,

每个旁圈自成一家 ,即家圈。祖圈由许多个家圈构成(参见图 4)。

中国家的基本特点 ,在于每个家圈均分祖业 ,建立“恒产”。“均产”是父对子

的一种义务 ,一种施予 ,所期望的是子孝。“恒产”是子享有祖业的一种权利 ,子

对“恒产”的回报是孝 ,子孝又是一种义务。祖圈内人际关系的维系 ,就是以这种

“均”和“恒”为基础 ,相安以恭 。因此 ,寡和贫不足患 ,而不均和不安则为患 , “不

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 , “盖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 。求均 、求和 、求

安 ,是关系维系的准绳。

“均产” 、“恒产”这种文化思想中含有“平等” 、“公平” 、“秩序”这样一些宝贵

的观念元素 ,属于中国文化之美。但是这样一些观念元素比起“均产” 、“恒产”文

化思想留给中国人的另外一些传统观念 ,比如对祖业的依赖感 、缺少祖业责任心

和义务感等 ,要微弱得多 。

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圈 ,有和祖圈相同的文化根基 。以己为中心 ,圈内诸关系

者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依存;内有层级差别 ,其中必有处于层级上端 、握有更多社

会资源的权威(或权力)者;关系维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益均平及和谐;圈内

图 4.一族九代

七圈关系图

有施与报的利益关系;关系的远近亲疏主要是通过互动过程逐步形成并推进的 ,

就是说关系差别的形成机制存于关系双方的互动过程 ,其中主要的是“回报”这

一反馈环节 ,因为“回报”对于施者说来是“知人”的关键。于是关系圈内每人与

权威(或权力)者 ,或者与其他关系者各有特殊人伦关系 ,圈内有圈。

社会生活中的“做关系” ,实际上是利用他人关系圈重建以己为中心的新圈 。

2.做关系

“己关系原型”还给人们利用人为力量 ,用“功夫”去制作关系留下很大的余地。“关系”为

人类独有的美好的东西 ,人一落地就面临种种关系 ,必须给以处理 ,就这一点言之 ,人际关系是

一种社会事实 ,不依个人愿望好恶而转移。人生质量和人生艺术 ,不完全在于一个人所遇到的

关系是怎样的 ,而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对关系的处理 。“做关系”是关系处理的一种 ,但“做关系”

较之关系处理 ,带有明确的 ,毫不含糊的功用性和工具性。

然而 ,“做关系”却是一件很不容易做的事 。在我的研究视野中碰到的 ,也是现实生活中屡

见不鲜的是 , “做关系”会把一个人或几个人弄得疲惫不堪 ,人称“难事” 。这一点 ,令我们常念

不忘的 ,便是在一次调查中遇到的事 。1992年我和学生受河北省沧州地区科委之托 ,对科技

人员进行关于工作状况的问卷调查 。其中有一个“最感困难的事情是什么”问句 ,这个问句给

了 13个选项。在选择答案中 ,选项比率最高的是“求人办事难” ,占 80%以上 ,居首位 。“求人

办事”是个“做关系”的过程 , “求人办事难”是难以“做关系” 。在研究个案中 ,知识分子为一个

职称提级 ,他们求人办事“做关系” ,被卷进来的有同辈好友 ,更有前辈老师;专业建设上为争取

一个博士点 ,单位负责人求人办事“做关系” ,被卷进来的或许有颇具身份的名流学者 ,至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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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晋升 ,不论大的还是小的 ,甚至小到乡县级小干部 ,在民主选举的背后拉选票 、送礼物 、找人

说情的 ,比比皆是 ,他们都是“做关系” 。在资源有限 、机会难得而又关系横行的经验世界里 ,

“做关系”成了获取资源和机会的正常渠道。某种资源和机会出现了 ,不是一个人而是若干人

甚至所有相干的人 ,都有可能去“做关系” 。这种可能 ,虽然是人们的经验事实和心理事实 ,它

所造成的后果却是每个相干的人都迟早会采取一种行动去“做关系” 。

“做关系”有一套程序 。“做关系”必须先有个理由和端绪。此理由是把内藏于己的动机予

以理由化;“端绪”便是“交情” 。交情有一面之交 ,也有久交或知交 ,交情有深浅不同 。不管“交

情”深浅与否 ,在人们需要“做关系”的情况下 ,交情是“做关系”的手柄 ,借用“交情”手柄 ,可以

接触到关系圈。交情含有人情意义;交情深 ,人与人之间就会情意浓 ,有利于人情向关系圈渗

透。但是 ,交情一旦进入“做关系”这种利益交换领域 ,它就要自然而然遵循一些交换规则 ,去

梳理和调用布满人际之间种种亲疏远近的关系。这个时候“交情”在“做关系”中的作用就要开

始转换了 ,它成了一种手段 ,为既定目标服务 。同时“做关系”是要算计的 ,要衡量代价与获取 、

失与得 ,要动用理性 ,做价值选择;在价值中最主要的是通过何人做中介 、付出何种代价能够较

好地接近“目标人” 。在这个过程中 ,“交情”往往同时充当“中介”角色 ,其角色成功与否 ,决定

于资源多寡 。“目标人”是指有权决定事情结果的权力者 ,这个权力者常常是单位的负责人 。

“做关系”的这种程序假设 ,如果用一个简图表示出来则可呈现为图 5那种样式 。

求人
(动机理由

化求交情)

感情的

理性的

中介
(价值理由化 、

接近目标人)

感情的

理性的

中介 ……
感情的

理性的

目标人

(理由满足)

图 5.求人办事“做关系”示意图

　　从图 5可以看出 ,求人办事“做关系”的整个过程 ,酷似一种信息传递装置 ,从求人到目标

达成 ,有始点和终点 ,有中介这种经络 ,又有反馈即对求人理由给予某种满足 。“做关系”的机

制寓于这种装置 。这种装置的功能发挥 ,取决于“求人” 、“中介”和“目标人”三个环节 。每个环

节都是关系的化身;他们都有以己为中心的关系圈 ,不同的仅仅在于他们关系圈有小大强弱及

人格特性的差异 。可以说 ,诸关系圈及其相互间差异的存在 ,“做关系”的装置才有可能运作。

也可以看出 ,在“做关系”的背后 ,是不同关系圈对社会资源及关系资源的不同占有和不同

的资源效应。社会资源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权力资源。因为“求人办事” ,并不是任何什么

事 、去求任何什么人 ,而是一个人或一个单位在有权利 、有资格获取某种资源而又必须经由某

种单位决定的那种事 ,从而“求”的是有决定权的权力者 。求人办事 ,就是把关系这样或那样地

做到这个最有决定权的有关权力者那里 ,即做到图 5的“目标人”那里 。关系资源的作用 ,最主

要的是体现在“中介”那里 ,“中介”的关系不仅要多 ,而且要有分量 ,才能够把关系通达“目标

人” ;而有质量的关系 ,必与权力结合在一起 。因此 ,如果“中介”的关系及权力大于“目标人” ,

足以驾御“目标人” ,那么 ,这个“做关系”就会求人有望了。

还可以看出 , “做关系”装置中藏有关系交换或权力勾结的机制 ,存在着社会不公平和对这

个不公平的社会反应 。在这种装置中 ,一件有章有法的事 ,几经转换 ,公事变成了人情 。我们

前面曾经言及《中庸》关于情欲之“未发与已发”的问题 。“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 ;“发而中

节 ,谓之和” 。情欲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内在过程 ,其未发状态与天地“形而上”领域相通 ,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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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状态与经验“形而下”领域相关。人世间有善有恶 ,因此 ,人们的情欲要发而中节。情欲发而

中节 ,为修道 ,教人做事要感情无涉 ,办事公正 ,教人莫贪得无厌 。从这一点上看 ,朱熹提出“存

天理 ,灭人欲”论断 ,虽然言之无理 ,但是 ,如果回首宋朝腐败王政那段历史 ,其所指又不可谓之

无据 。在世俗世界做到情欲“未发” ,“发而中节” , “与天地参矣” ,不容易。在社会不公平面前 ,

对遭遇者更难慎之不睹 ,惧之不闻 。恻隐之心总要有的吧 ,在社会不公平面前 ,总有人会说话 ,

发议论 ,抱不平 ,会借题牢骚 ,也会激愤不已等等。可见 ,“做关系”是个具有引发性的复杂的社

会过程。

现在 ,我们再回头看图 2。“做关系”之恶 ,在“求人” 、“中介”和“目标人”那里都有可能出

现 ,但最主要的是出在“目标人” 。“目标人”可能会熟练地操作“中庸之道” ,对诸多“理由”都会

予以某种理由满足 ,暗中却另有运作。从中国文化给中国人留下的人生艺术来看 , “做关系”也

成为一种人生艺术 ,中国人的成熟 、智谋甚至中国文化中的那个“圆而神”之深刻性 ,无不渗透

在“做关系”的功夫之中。“早熟”的中国文化 ,在不富有的现实生活中被世俗化之后 ,这个文化

本身是要遭到损坏的 ,生活本身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 ,也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损坏 。

“关系原型”派生 ,绝不止于上述两种形式 。在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的“特殊化” ,是一种

“角色扩张”及“角色越轨” ,同样是“己关系原型”的派生现象 。“己”是角色的行为者 ,“在其位 ,

谋其政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有一套角色规定和角色规范 ,不准许随意性。角色扩张及角色

越轨却是另一种行为方式 ,它越位越职 ,滥用角色 ,使角色携带着的权力 、关系 ,都可以变成

“己”之私有 、为“己”谋私的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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